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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消费、医疗卫生水平与减贫效果研究
——基于“新”整体性治理模型框架的实证分析

王磊
（中国海洋大学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2020 年前后中国成功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世界带来了宝贵的减贫经验。以 1978-2018 年 《中国统计年鉴》

的公开数据为样本，探究“新”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居民消费、医疗卫生水平对减贫效果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可以解释减贫人数的 80.8% 变化原因，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关系；总人口增长可对减贫人数产生 15.1% 的解释力度，总人口增长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劳动人

口增加量可对减贫人数产生 2.5% 的解释力度，劳动人口增加量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绝对贫困线计

算的贫困发生率可对减贫人数产生 1.5% 的解释力度，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系；卫生技术人员数的回归系数值为-0.005，并且呈现出显著性，卫生技术人员数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

响关系。基于此，研究建议：进一步释放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能力，增加农村居民减贫人数，实现乡村振兴；降低劳动人

口增加量，尤其是从事第一产业劳动的比重，拓宽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面；提高医疗卫生实际水平，减少单位卫生技术

人员数，帮扶和救助低收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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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成功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世

界带来了宝贵的减贫经验。2020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完善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从绝对贫困

问题的解决，到相对贫困治理问题的亟待解决，

特别是多维相对贫困的治理问题的提出，对我国

下一步相对贫困的脱贫攻坚战具有深远的理论指

导意义。当前，国家提出“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2］，所以国家对农村居民消费情况、医疗

卫生水平等予以高度重视，这与当下中国成功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着密切重要的联系。

首先，农村居民消费情况涉及国内消费大循

环问题，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

重要体现与重要因素；其次，医疗卫生水平则反

映了我国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是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体现；最后，减贫效

果是体现我国减贫经验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因为

无论是农村居民消费情况，还是医疗卫生水平，

都与减贫效果的研究紧密联系，所以基于“新”

整体性治理模型框架，研究展开农村居民消费、

医疗卫生水平与减贫效果的实证分析，从而进一

步提升我国农村居民的减贫效果，为我国、为世

界提供更多、更好的减贫问题综合治理经验。

当前，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使农村中老年

群体的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了 3. 04% ［3］。其中，

“基层组织+合作社”模式的减贫效果最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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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大病保险有效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的现象［5］。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农村金融

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收入、教育和医疗三大中介变

量而有效地缓解贫困代际传递［6］。此外，城乡居

民养老金能够有效缓解收入和资产贫困［7］。更重

要的是，由于存在“倒 U 型”关系，只要继续支

持发展低水平地区，推动其尽快越过拐点，同样

能实现减贫脱贫［8］。从研究方法看，目前国内关

于减贫效果的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定量实证分

析，探究减贫效果的具体影响［9⁃12］，建立绿色减

贫指标体系［13］。其中，有学者认为中国工业化促

进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减贫的重要动力［14］。

本研究采用 1978-2018 年 《中国统计年鉴》

的公开数据，从“新”整体性治理模型框架出

发，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两大方面

对农村居民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其中，边际贡

献具体彰显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解决公共

治理问题的碎片化着手，探究如何实现减贫治理

的“新”整体性治理之路，丰富了公共治理领域

中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内涵；第二，将农村居民消

费水平与医疗卫生水平整合到一起，从理论分析

框架层面，构建了“新”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减贫

模型，实证检验两大方面对农村居民减贫效果的

影响机制；第三，深入探究了农村居民消费、医

疗卫生水平与减贫效果的数理与计量关系。本研

究结论将为农村居民消费政策与医疗卫生政策的

出台与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假设  

相对贫困治理的效果状况与国家出台积极的

财政支出政策有关。缪言等认为精准导向的积极

财政支出政策能够提升相对贫困的治理效果［15］。

积极财政支出政策，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

着重要联系。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全部密切联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测

度指标。总人口增长意味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

收入水平的提高，所以，农村居民减贫人数也会

大大增加。劳动人口增加量下降意味着农村居民

单位劳动力减少，换言之，劳动生产率提升。劳

动生产率的提升则更多是因为科技在农村居民生

产中的投入，这也是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

平提高带来的结果，所以，农村居民减贫人数也

会同样大大增加。因此，在此次研究过程中，农

村居民消费水平使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

部、总人口增长、劳动人口增加量”衡量。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1a、

H1b和 H1c：

H1a：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会对减贫人

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H1b：总人口增长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关系。

H1c：劳动人口增加量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

的负向影响关系。

相对贫困治理的效果状况与所得税体系密切

联系。正如宋颜群和胡浩然在研究中发现的一

样，所得税体系、间接税体系以及医保报销系统

加重了贫困［16］。所得税体系的完善，有助于国家

在医疗卫生水平提升方面的加大投入，所以医疗

卫生水平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减贫效果状况有着紧

密联系。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绝对贫困线

计算的贫困发生率也应当随之变动。而绝对贫困

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农村居民贫困发生人

数下降，农村居民脱贫减贫人数随之上升。童天

天和周一鸣通过实证，认为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保

险的减贫作用，确保贫困人口都能享受社会保险

扶贫的政策红利［17］。所以，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

减贫作用，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也会随之下降，

农村居民脱贫减贫人数也会随之上升。此外，农

业卫生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会使得卫生技术人员数

量的下降，同时农村居民脱贫减贫人数也会随之

上升。因此，在此次研究过程中，医疗卫生水平

则使用“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5 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卫生技术人员数”衡量。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2a、

H2b和 H2c：

H2a：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会对减贫

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H2b：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会对减贫人数产生

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H2c：卫生技术人员数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

的负向影响关系。

那么，基于此，借鉴戴建兵等［18］ 关于减贫

政策效果分析框架的研究，本研究引入“新”整

体性治理框架，研究农村居民消费、医疗卫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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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对减贫效果的影响，从而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

推广我国成熟的减贫政策提供建议。

二、基于“新”整体性治理框架

的减贫模型  

（（一一）） 整体性治理的概念　整体性治理的概念　

整体性治理的概念，起源于佩里·希克斯的

著作 《整体性政府》［19］。竺乾威认为，“整体性治

理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主

张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

碎走向整合”［20］。其中，“破碎”与“整合”是整

体性治理的两个核心点［21⁃24］。这样，将整体性治

理的概念 （即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跨领

域，将“破碎化”的治理方式转变并整合成一个

综合性的治理机制） 引入到分析框架中去，为下

一步的实证回归模型增加理论支撑，形成概念模

型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模式，极大地完善了此次

科学研究。目前，戴建兵和王磊借鉴平衡计分卡

理论，构建突发性风险视域下整体性治理模式框

架，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整体性治理模式框架

开展实证分析［25］。本次研究则借鉴戴建兵和王磊

的研究方法 （即借助平衡计分卡 （BSC） 理论，

将整体性治理模式框架划分成仿真模式、政策模

式、考核模式、定位模式和共享模式这五大模

式。所以，此次研究将借助平衡计分卡理论，将

“新”整体性治理框架下的减贫模型要素设定为：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总人口增长、劳

动人口增加量、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卫生技术人员数”这些指

标），构建基于“新”整体性治理框架的减贫

模型。

（（二二）） 基 于基 于 ““ 新新 ”” 整 体 性 治 理 框 架 的 减 贫整 体 性 治 理 框 架 的 减 贫

模型模型

首先，基于平衡计分卡理论 （BSC），研究

认为在“新”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减贫模型的要素

包括：“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总人口增

长、劳动人口增加量、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

生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卫生技术人员数”。

而像“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总人口增

长、劳动人口增加量、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

生率、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卫生技术人员数”

这些要素的数据，均收集于 1978-2018 年 《中国

统计年鉴》 和历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这使得此次研究过程具有很大的可靠性和正

确性，为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奠定基础。

其次，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使用“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总人口增长、劳动人

口增加量”这三个指标来衡量；另一方面，医疗

卫生水平则使用“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

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卫生技术人员数”这

三个指标来衡量。基于此，研究探讨农村居民消

费、医疗卫生水平这两大方面对减贫效果的作用

与影响机制。

最后，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医疗卫生水平

整合到一起，构建“新”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减贫

模型，如图 1 所示。实际上，这表明“新”整体

性治理框架包括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医疗卫生水

平两大方面。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总人口增长、劳动人

口增加量”有关；另一方面，医疗卫生水平与

“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5 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卫生技术人员数”有关。农村居民消费水

平 和 医 疗 卫 生 水 平 两 大 方 面 共 同 组 成 了 基 于

“新”整体性治理框架的农村居民减贫模型。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的构建  

（（一一））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主要是通过整理 1978-2018 年 《中

国统计年鉴》 所得，部分缺失数据来源于历年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借鉴戴建兵等关

于减贫政策效果分析框架的研究［18］，本研究引入

“新”整体性治理框架，研究农村居民消费、医

图 1　基于“新”整体性治理框架的减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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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卫生水平对减贫效果的影响，从而为向其他国

家和地区推广我国成熟的减贫政策提供建议。研

究以 1978-2018 年 《中国统计年鉴》 的公开数据

为样本，探究基于“新”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

居民消费、医疗卫生水平对减贫效果的影响机

制。其中，研究数据主要包括人口数据和经济卫

生数据两个方面，人口数据主要有总人口增长、

劳动人口增加量、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卫生技

术人员数，经济卫生数据主要有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全部、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

（（二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当前数据中并没有

异常值出现。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总人口增长 （亿人），劳动人口增加量 （万人），

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 （%），5 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 （‰），卫生技术人员 （万人），减贫人

数 （亿人） 进行正态性检验，从表 3 可知研究数

据的样本量全部小于等于 50，因而使用 S-W 检

验。所以，由表 3 可以看出，（1） 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元），劳动人口增加量 （万人），绝对

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 （%） 共 3 项呈现出显

著性 （p<0. 05），意味着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劳动人口增加量 （万人），绝对贫困线计

算的贫困发生率 （%） 不具有正态性特质；（2）
总人口增长 （亿人），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卫生技术人员 （万人），减贫人数 （亿人） 共 4 项

没有呈现显著性 （p>0. 05），意味着总人口增长

（亿人），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卫生技术人

员 （万 人）， 减 贫 人 数 （亿 人） 具 有 正 态 性

特质。

表 1　基础指标

年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元）

116
162
317
585

1310
1670
2555
4382

9223

12124

总人口增长

（亿人）

0
0. 2446
0. 9592
1. 8074
2. 4862
3. 0484
3. 4497
3. 7832

4. 1203

4. 3279

劳动人口增加量

（万人）

0
2209
9721

24 597
27 913
31 933
34 495
35 953

37 299

37 434

绝对贫困线

计算的贫困

发生率 （%）

97. 5
96. 2
78. 3
73. 5
60. 5
49. 8
30. 2
17. 2
12. 7
10. 2

8. 5
7. 2
5. 7
4. 5
3. 1
1. 7

5 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 （%）

1. 8
7. 6

16. 2
25. 6
30. 4
47. 6
53. 7

59. 4

61. 7

卫生技术人员

（万人）

0
42. 9

120. 7
180

226. 7
248. 5
224. 8

277

490. 15

639. 4

减贫人数 （亿人）

0
0. 0497
1. 0938
1. 119
2. 1576
3. 0815
4. 8377
6. 0472

7. 1464

7. 5379

表 2　描述性统计

名称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总人口增长 （亿人）

劳动人口增加量 （万人）

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 （%）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卫生技术人员 （万人）

减贫人数 （亿人）

样本量

10
10
10
16
9

10
10

最小值

116
0
0

1. 7
1. 8

0
0

最大值

12 124
4. 328

37 434
97. 5
61. 7

639. 4
7. 538

平均值

3244. 4
2. 423

24 155. 4
34. 8
33. 778

245. 015
3. 307

标准差

4183. 448
1. 597

14 694. 865
35. 327
22. 691

193. 785
2. 889

中位数

1490
2. 767

29923
14. 95
30. 4

225. 75
2.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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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分层回归模型与实证分析　分层回归模型与实证分析　

由表 4 可以看出，本次分层回归分析共 6 个

模型。其中，模型的因变量为：减贫人数 （亿

人）。模型 1 中的自变量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总人口增长

（亿人），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劳动人口

增加量 （万人），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绝

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 （%），模型 5 在模型

4 的基础上加入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模型

6 在模型 5 的基础上加入卫生技术人员 （万人）。

表 3　正态性检验分析结果

名称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总人口增长 （亿人）

劳动人口增加量 （万人）

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 （%）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卫生技术人员 （万人）

减贫人数 （亿人）

* p<0. 05 ** p<0. 01

样本量

10
10
10
16
9

10
10

平均值

3244. 4
2. 423

24 155. 4
34. 8

33. 778
245. 015

3. 307

标准差

4183. 448
1. 597

14 694. 865
35. 327
22. 691

193. 785
2. 889

偏度

1. 518
-0. 418
-0. 866

0. 773
-0. 103

0. 972
0. 362

峰度

1. 237
-1. 389
-1. 009
-1. 054
-1. 694

0. 82
-1. 579

Kolmogorov-
Smirnov 检验

统计量

D 值
0. 265
0. 152
0. 212
0. 253
0. 173
0. 234
0. 176

p

0. 044*
0. 734
0. 229
0. 007**
0. 608
0. 123
0. 515

Shapro-Wilk 检

验

统计量

W 值
0. 768
0. 917
0. 824
0. 821
0. 921
0. 915
0. 899

p

0. 006**
0. 334
0. 028*
0. 005**
0. 398
0. 314
0. 211

表 4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常数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元）

总人口增长

（亿人）

劳动人口增加量

（万人）

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

困发生率

（%）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卫生技术人员

（万人）

样本量

R ²
调整 R ²

F 值

△R ²

△F 值

因变量：减贫人数 （亿人），* p<0. 05 ** p<0. 01，  括号里面为 t值

模型 1
1. 559* 

（2. 659）

0. 001** 
（5. 425）

9
0. 808
0. 78

F （1，7） =
29. 431，

p=0. 001
0. 808

F （1，7） =
29. 431，

p=0. 001

模型 2
-0. 594 

（-1. 097）

0. 000* 
（3. 025）

1. 233** 
（4. 720）

9
0. 959
0. 946

F （2，6） =
70. 583，

p=0. 000
0. 151

F （1，6） =
22. 277，

p=0. 003

模型 3
-0. 319 
（-0. 835）

0. 000 （0. 803）

3. 572** 
（4. 197）

-0. 000* 
（-2. 811）

9
0. 984
0. 975

F （3，5） =
103. 819，

p=0. 000
0. 025

F （1，5） =
7. 902，

p=0. 038

模型 4

8. 639** （7. 659）

0. 000 （0. 761）

0. 190 （0. 393）

-0. 000 
（-1. 770）

-0. 090** 
（-7. 975）

9
0. 999
0. 998

F （4，4） =
1068. 734，
p=0. 000

0. 015
F （1，4） =
63. 607，

p=0. 001

模型 5

6. 638* （5. 505）

0. 000 （1. 557）

0. 161 （0. 468）

-0. 000 
（-2. 583）

-0. 069* 
（-5. 501）

0. 033 （2. 220）

9
1

0. 999
F （5，3） =

1695. 518，
p=0. 000

0. 001
F （1，3） =

4. 928，
p=0. 113

模型 6
7. 209** 

（20. 910）

0. 000* （6. 844）

0. 533* （4. 745）

-0. 000* 
（-4. 620）

-0. 073** 
（-20. 809）

-0. 009 
（-1. 162）

-0. 005* 
（-6. 131）

9
1
1

F （6，2） =
18652. 675，

p=0. 000
0

F （1，2） =
37. 591，

p=0.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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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作

为自变量，而将减贫人数 （亿人） 作为因变量进

行线性回归分析。从表 4 可以看出，模型 R 方值

为 0. 808，意味着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可以解释减贫人数 （亿人） 的 80. 8% 变化原因。

对模型进行 F 检验时发现模型 1 通过 F 检验 （F=
29. 431，p<0. 05），说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一定会对减贫人数 （亿人） 产生影响关系。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的回归系数值为

0. 001，并且呈现出显著性 （t=5. 425，p=0. 001
<0. 01），因此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会

对减贫人数 （亿人）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模型 2：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总人口增长

（亿人） 后，F 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 （p<0. 05），

意味着总人口增长 （亿人） 加入后对模型具有解

释意义。R 方值由 0. 808 上升到 0. 959，意味着总

人口增长 （亿人） 可对减贫人数 （亿人） 产生

15. 1% 的解释力度。

模型 3：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劳动人口增加

量 （万人） 后， F 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 （p<
0. 05），意味着劳动人口增加量 （万人） 加入后

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 R 方值由 0. 959 上升到

0. 984，意味着劳动人口增加量 （万人） 可对减

贫人数 （亿人） 产生 2. 5% 的解释力度。劳动人

口增加量 （万人） 的回归系数值为-0. 000，并

且 呈 现 出 显 著 性 （t=-2. 811， p=0. 038<
0. 05），因此劳动人口增加量 （万人） 会对减贫

人数 （亿人） 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模型 4：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绝对贫困线计

算的贫困发生率 （%） 后，F 值变化呈现出显著

性 （p<0. 05），意味着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

生率 （%） 加入后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R 方值

由 0. 984 上升到 0. 999，意味着绝对贫困线计算的

贫困发生率 （%） 可对减贫人数 （亿人） 产生

1. 5% 的解释力度。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

率 （%） 的回归系数值为-0. 090，并且呈现出

显著性 （t=-7. 975，p=0. 001<0. 01），因此绝

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 （%） 会对减贫人数

（亿人） 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模型 5：在模型 4 的基础上加入 5 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 （%） 后，F 值变化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

（△F=4. 928，△P=0. 113>0. 05），意味着 5 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 （%） 加入后对模型并没有解释

意义。R 方值变化仅为 0. 001，接近于 0。
模型 6：在模型 5 的基础上加入卫生技术人员

数 （万人） 后， F 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 （p<
0. 05），意味着卫生技术人员数 （万人） 加入后

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卫生技术人员数 （万人）

的回归系数值为-0. 005，并且呈现出显著性 （t
=-6. 131，p=0. 026<0. 05），因此卫生技术人

员数 （万人） 会对减贫人数 （亿人） 产生显著的

负向影响关系。

（（四四）） 实证分析结果　实证分析结果　

由于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加入后，对

模型并没有解释意义，所以研究假设 H2b 无法验

证。除研究假设 H2b外，其余 5 个研究假设均得以

验证，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故得出结论如

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会对减贫人数产

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总人口增长会对减贫人

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劳动人口增加量会

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绝对贫困

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

向影响关系；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不会对减贫人

数产生显著的影响关系；卫生技术人员数会对减

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表 5　分析结果

模型假设

研究假设 H1a

研究假设 H1b

研究假设 H1c

研究假设 H2a

研究假设 H2b

研究假设 H2c

具体假设内容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总人口增长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劳动人口增加量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卫生技术人员数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结果

验证

验证

验证

验证

无法验证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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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一）） 研究结论　研究结论　

研究以 1978-2018 年的历年 《中国统计年

鉴》 中的公开数据为样本，探究“新”整体性治

理框架下农村居民消费、医疗卫生水平对减贫效

果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1） 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 支 出 （元） 可 以 解 释 减 贫 人 数 （亿 人） 的

80. 8% 变化原因，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会

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2） 总人

口 增 长 （亿 人） 可 对 减 贫 人 数 （亿 人） 产 生

15. 1% 的解释力度，总人口增长会对减贫人数产

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3） 劳动人口增加量

（万人） 可对减贫人数 （亿人） 产生 2. 5% 的解释

力度，劳动人口增加量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

负向影响关系；（4） 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

率 （%） 可对减贫人数 （亿人） 产生 1. 5% 的解

释力度，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会对减贫

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5） 卫生技术人

员数 （万人） 的回归系数值为-0. 005，并且呈

现出显著性 （t=-6. 131，p=0. 026<0. 05），卫

生技术人员数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系。

因此，如图 2 所示，此次研究将“新”整体

性治理框架下的减贫模型要素修正为：“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总人口增长、劳动人口增

加量、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和卫生技术

人员数”这五个指标。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水

平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总人口增

长、劳动人口增加量”有关；另一方面，医疗卫

生水平与“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卫生

技术人员数”有关。具体关系与前文所得出的实

证分析结果内容保持一致，即“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全部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

系；总人口增长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关系；劳动人口增加量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

的负向影响关系；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

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5 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不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影响关

系；卫生技术人员数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

向影响关系”。总之，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农村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总人口增长、劳动人口

增加量） 和医疗卫生水平 （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

困发生率、卫生技术人员数） 两大方面共同组成

了基于“新”整体性治理框架的农村居民减贫

模型。

（（二二）） 政策建议　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释放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能力，

增加农村居民减贫人数，实现乡村振兴。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元） 可以解释减贫人数 （亿人） 的 80. 8%
变化原因，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 （元） 会

对减贫人数 （亿人）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所以，政府进一步释放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能力，

释放农村居民人口带来的结构红利。进一步释放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能力，增加农村居民减贫人

数，这需要政府完善居民社会保障服务功能体

系。现阶段，政府要不断实施对农村居民的优惠

政策，调动农村居民积极性，鼓励农村居民消

费，从而进一步释放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能力，增

加农村居民减贫人数，实现乡村振兴。

第二，降低劳动人口增加量，尤其是从事第

一 产 业 劳 动 的 比 重 ， 拓 宽 农 村 低 收 入 人 口 就

业面。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劳动人口增加量

（万人） 可对减贫人数 （亿人） 产生 2. 5% 的解释

力度，劳动人口增加量 （万人） 会对减贫人数

（亿人） 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所以，政府

要颁布政策，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单位经济产值，

来降低劳动人口增加量，尤其是从事第一产业劳

动的比重，这需要政府完善科技与创新服务体

系。有关部门要通过减少从事第一产业劳动的比

图 2　修正后的“新”整体性治理框架的减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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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增加从事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从而减少

居民相对贫困人口数量，拓宽农村低收入人口就

业面，实现乡村振兴。

第三，提高医疗卫生实际水平，减少单位卫

生技术人员数，帮扶和救助低收入人群。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卫生技术人员数

（万人） 的回归系数值为-0. 005，并且呈现出显

著性 （t=-6. 131，p=0. 026<0. 05），卫生技术

人员数 （万人） 会对减贫人数 （亿人） 产生显著

的负向影响关系。所以，政府部门要提高医疗卫

生实际水平，减少单位卫生技术人员数，这需要

政府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要减少单

位面积上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帮扶和救助低收入

人群，需提高每个卫生技术人员综合素质与能

力，从而提高医疗卫生实际水平，最终实现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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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农村居民消费、医疗卫生水平与减贫效果研究——基于“新”整体性治理模型框架的实证分析

Effect of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medical and health level on poverty reduc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new" holistic governance framework

WANG L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successful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absolute poverty around 2020， bringing valuable experience in poverty re⁃
duction to the world.  The study uses the public data of the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from 1978 to 2018 as a sampl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and medical and health levels on the poverty reduction under the "new" overall gover⁃
nance framework.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rural residents can explain 
80. 8% and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number of poverty reduction； （2） the increase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has an 
explanatory power of 15. 1% and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poverty reduction； （3） The in⁃
crease in the labor force can have a 2. 5% explanation force and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pov⁃
erty reduction.  （4） The poverty incidence rate calculated by the absolute poverty line can explain 1. 5% ，and have a significant ef⁃
fect on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poverty reduction.  （5）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value of the number of health technicians is 
-0. 005， and the number of health technician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number of poverty reduction.  It proposes 
releasing th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power of rural residents an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rural poverty-reduced residents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reducing the increase in the labor force， especially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in the primary industry， and 
expanding rural low-income population employment； improving the actual level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health technicians and help low-income people.
Keywords： Consumption；Health care；Poverty reduction；"New" holistic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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